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作者：高秀昌 
 

  
    摘 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

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

系统，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

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

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

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

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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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是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

和“三史”成为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

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

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

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

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这里仅从三个方

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20 世

纪 20 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

基本方法。例如，1920 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
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

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

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 年写成的博士

论文——《天人损益论》，于 1924 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1925 年以后，他在研究、讲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

过程中，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和“宋学”方法，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逻

辑分析方法，于 30 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国哲学史典范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7
年与人合著的《怎样研究中国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

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 
 
    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他于 30 年代中期对“释古”方法的阐释，30 年

代末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提出，40 年代对“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系统

论述，丰富、深化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并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五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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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作了引申发挥，并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对中

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新的拓展，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独立完成两卷《中国哲

学史新编试稿》。80 年代，他在总结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主动、大胆

地走出政治化思维的藩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了新的诠解，提出了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学

院式”研究法和“书院式”研究法及“双译法”等，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更高的综合，

他也因此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之，冯友兰在他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

哲学(史)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冯友兰对中国哲

学史方法论的自觉探索，是他成就“三史”“六书”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始终走在中国哲学(史)
研究前沿并成为领军人物的关键。 
 
    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融会贯通 
 
    在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主流是援引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观点和方法。20 年代，冯友兰先是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后期开始转向新实在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50 年代至晚年大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早期研究中国哲学

和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基本上沿着胡适用西方的哲学方法、科学方法以改造传统哲学方法的

方向。胡适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其方法论的核心，倡导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的统一，主张杜威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历

史的方法”)，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的原则，将科学方法、逻辑方法和

哲学方法统而为一。胡适主要是通过清代朴学所蕴涵的具有实证精神的“汉学”方法来接引

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或科学方法；这一“接引”，不仅使西方近代的自

然科学方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也使中国传统的“汉学”方法更加精密、严格、系统化了，

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 
 
    冯友兰既受到胡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又接受杜威和詹姆士

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浸染，所以，一开始他也把求实、求真、存疑的科学方法作为治学的

根本方法，并高度称赞西方科学理性追求清楚的思想和科学的真实性的精神。但是当冯友兰

由实用主义转向新实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就超越了胡适。例如，胡适重“疑古”，

冯友兰则由“信古”经“疑古”而达“释古”。胡适重证据的“汉学”，冯友兰则重义理的“宋

学”，虽然胡适也不轻义理，冯友兰也不轻考证，但就治中国哲学史而言，“宋学”的方法胜

于或高于“汉学”的方法。因为，研究历史上的哲学，若只是停留在解释文字的考证、训诂

上，而不进而去了解、体会其义理，就不能算是真切地把握了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尽管冯友

兰和胡适都在用现代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方法来改造、提升传统“汉学”与“宋学”，所不同

的是胡适主要是依据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而冯友兰则主要是依据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若从他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成果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发展

看，冯友兰高于胡适。 
 
    西方哲学对冯友兰影响至深至远者，当推新实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这

两派共同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哲学上千年发展的重要成果，冯友兰称之为西方哲学家

“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冯友兰和金岳霖等清华学派的代表把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界，

确实是一种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对此，冯友兰十分自觉，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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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

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

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于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①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如先秦名家、墨家都有名辩逻辑)，也不乏“辨名析

理”的分析，但与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相比，所缺的是严格区分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

观、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心理等的二元分立的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独具慧眼，既以之为治

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又以之为建构哲学的方法，创立了新理

学哲学体系。对西方哲学这一抽象的、形式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冯友兰既用中国哲学的“辨

名析理”的方法来加以诠解，又用直觉主义方法对之加以补充，从而形成了“正的方法”与

“负的方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史方法论。我认为，当冯友兰强调用逻辑分析方法

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从而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时候，他是在尝试着中西

哲学方法的结合；而当他要拿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方法来补充逻辑分析方法时，他不仅不能

将分析进行到底，甚至又重新步入中国传统哲学笼统直观、模糊多义的混沌中。这一矛盾，

冯友兰晚年也未能解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到三四十年代已有一批

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包括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们出版了多种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如范寿康的《中国哲学

史通论》(1936 年)，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 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

史》(1944 年)和《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47 年)，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中国思想

通史》第一卷(1947 年)等等，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研究中国思想史、

哲学史范式，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的侯外庐，在作为《中国思想通史》开端的《中国古代思想学

说史》“序言”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化为具体的治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这包括：“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

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

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

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

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

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②这里存在着一个由社会史而思想史而哲学史的研究理路，特

别坚持从社会史切入，着重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明。

这就使该著及后来的《中国思想通史》具有博杂的特征。因此，从哲学的眼光看，侯外庐主

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只能算是一部泛化的《中国哲学史》。 
 
    40 年代，侯外庐、赵纪彬等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时，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

学史》及《新理学》《新原道》等著作成了他们学习、参考、讨论、批判的对象。对于两汉

以后的思想史，跟冯友兰偏重于儒学诸家不同，他们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

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的唯物论的光辉传

统，包含了后来被称之为两个“对子”——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也孕育了“唯物”进步、革命，“唯心”落后、反动的评价标准。这些就是受当时疾风暴雨

式的政治斗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等人不同，冯友兰是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从学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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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从接受唯物史观以后，他就一直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用它来考察社会历史及精神文化。他在《中国哲学史》中所

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就是依据了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

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原理跟中国的“知人论世”的传统相结合，提出了“探索时代背景”

和“审查哲人身世”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这可以说是跟马克思主义学派相通的。所不同的是，

冯友兰并没有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没有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根本方法，这恰恰反映了冯友兰“中道”、“多元”的学术立场，异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斗

争”的政治化思维方式。这一不同可以说是学院派思想家与政治思想家的不同。由此我们也

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 40 年代的治学理路，已埋下了政治统帅学术的伏笔。 
 
    50 年代以后，冯友兰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实际结果看，冯友兰也没有完全机械地照搬

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提出了融合马克

思主义方法的颇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如“抽象继承法”、“普遍性形式”思想、阶

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相统一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观点与资料的统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可以说是 50 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中所取得的重

要成果，对于纠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冯友兰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过程中，试图综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

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尽管其中也存在着牵强、抵牾的地方，但他所主

张的融会贯通的方向是正确的。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并没有过时，

西方哲学的方法也并不离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并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需要

的倒是，以我为主，广采博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

论，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

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就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而言，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就哲学史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哲

学而言，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以往哲学家的哲学。显然，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研究和史(学)
的研究的合一。对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一开始就有一种学科的自觉，他不仅把中国哲学史看

成是中国“哲学”史，而且认为它是中国哲学“史”。这就抓住了中国哲学史兼具中国哲学

和史学的特征。所以对中国哲学史来说，就可以兼用历史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 
 
    冯友兰一贯自信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是哲学多，而历史少，但作为专门的中国哲学史仍

然是历史科学中的一种，因此可以用史学的方法(不管是传统史学的方法、西方近现代史学

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搜集史料、审查史料、分析史料，通过归纳、分析与

综合等而获得哲学史的真实。同时，要理解和把握历史上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还要有

哲学的眼光和哲学的方法，这样才能跟历史上的哲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看他想些什么，见

些什么，说些什么；他是怎样想的，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说；哪些他没有想，

没有说；替他把他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出来。通过史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

史，就可以从过去哲学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材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来，并赋予它一个

形式上的系统，进而用所能看到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并且尽可能地符合这条龙的本来

面目，以求达到客观、真实、合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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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在的学科划分看，作为哲学和史学之综合的哲学史应属于人文科学，既不同于社会

科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从冯友兰对哲学史学科性质的判定看，中国哲学史具有人文科学

的特点。在冯友兰看来，虽然存在着本然的、客观的中国哲学史，但是哲学史家所写的实然

的中国哲学史，却是本哲学史家之“见”所成的中国哲学史，因为哲学史家的主观的见解之

中，既包含着理性的、逻辑的成分，也包含情感的、意志的、审美的等非理性的成分，而这

恰恰体现了作为人文科学追求精神价值和意义信念的学科特征。所以，冯友兰也特别强调，

研究中国哲学史，要通过直觉、诠解的方法，以求历史上哲学家之本“意”。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运用解释学的方法、接受学的方法，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来理解和

体悟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的真精神。从另一方面说，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又跟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是相通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假说、观察、实验、推理等实证的、逻辑的方

法，以及社会科学的调查、统计、归纳、分析等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可以用作研究中国

哲学史的方法。因此，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特别是哲学方法为主，兼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不仅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应有之意，是中外哲学史研究之实，

也是未来治中国哲学史方法的方向。 
 
    总之，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

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

统，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

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冯友兰与 20 世纪三大哲学思潮的关系看，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跟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

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

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

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

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作者简介：高秀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河南大学硕

士生导师。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77 页。②侯外庐：

《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 年，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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